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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清代徽州官府对“一田两主”习惯的禁革 

——以官府“告示”为中心 

陈云朝 

【摘 要】“一田两主”是明清时期全国性的地权习惯。清康熙年间，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延续明代“任依私契，

官不为理”的默认态度。自雍正朝开始，各地官府倾向于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。从徽州府及所属歙县、休宁县发布

的“告示”来看，各地对“一田两主”的限制程度和禁革措施不尽相同。地方官主要从“清田业”“杜讼端”等有

利于行政职责完成或升迁考核的角度，对田皮习惯进行禁革，习惯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不是其关注的重点。田皮习惯

是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权规则，很难凭借公权力强行禁革。以官府和官员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性立法，

与民间习惯呈现出二元张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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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田两主”是双重土地分割权益的俗称，宋代已有雏形①，明中叶至清末盛行于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

地区。一田两主在各地的称谓不尽相同，就徽州府属六县而言，歙县、绩溪称“大买”“小买”，黟县称“田租”“典首”，

祁门称“田骨”“粪草田皮”，休宁称“田骨”“佃皮”，婆源称“骨租”“田皮”。杨国桢认为:“明中叶以后的地权分化，

是从田主层和佃户层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。田主层分化为‘一田两主’，是和明代的赋役制度紧密相关的。而佃户层分化为‘一

田两主’，则是在永佃制的基础上发展来的。”②“一田两主”习惯形成后，会在长时间内影响区域人群之间土地的权属、经营

和收益规则。在明清徽州土地契约中，田骨规则通常表述为“收租管业”并“完纳粮差”，田皮规则表述为“耕种管业”且“不

得欠租”。田骨、田皮作为彼此独立的物权，在绝卖、活卖、典、当、抵、押时互不限制，在分收“骨租”“皮租”时互不影

响。这是徽州社会达成的共识性规则。 

以往对徽州一田两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田皮分布、产生途径、田皮性质、土地价格、地租收益、契约类型、交易方式、司

法实践和制度转型等领域③1,而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态度，学界研究尚显薄弱。材料使用上，以往研究多限于契约文书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戴建国：《宋代的民田典卖与“一田两主制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1 年第 6期。 

② 杨国桢：《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77 页。 

③ 刘和惠：《清代徽州田面权考察——兼论田面权的性质》，《安徽史学》1984 年第 5期；彭超:《论徽州永佃权和“一

田两主”制》，《安徽史学》1985 年第 4 期；章有义：《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4 年；刘

和惠：《徽州土地关系》，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；卞利：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》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

2008 年；张明：《民国时期皖南永佃制实证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,2012 年；汪柏树:《徽州土地买卖文契研究》，北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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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租簿、诉讼档案、习惯调查录，缺乏以“告示”为中心的研究。告示，是清代各级官府向民众公布的法令、政令性公文，具

有弥补国家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足的功能①。本文以徽州府县告示为中心，考察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禁革措施、禁革原因、禁革

效果，并由此探讨公权力与区域习惯之间的张力。 

一、徽州官颁告示对“一田两主”的禁革 

从明代徽州鱼鳞图册和土地契约来看，明代徽州各级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普遍持默认态度。目前发现最早的徽州鱼鱗册为

《至正二十四年（龙凤十年）（1364）祁门十四都五保鱼鳞册》②。该鱼鳞册专设一栏，记录“佃户”情况。通览全册，佃户情

况主要有三类:佃人姓名、佃自、空缺。章有义认为，此三种记法的含义是:“佃人指的是占有田面权的佃人，他可以是直接耕

种者，也可以是二地主。注明‘自’佃者就是业主自有田面权的意思，可以是自种，也可以是出租。未记佃人亦未注‘自’者，

意味着不存在独立的田面权。”③在地权登记上标注佃人姓名，说明徽州官府承认田皮权的合法性。 

土地契约是附着在土地上各种利益或业权来源合法性的有效凭证。依据契约判断田骨、田皮的权属，是明清徽州社会的一

般规则。明弘治九年（1496），祁门县已出现田皮转佃使用赤契的现象④。佃户能否将其田皮自由、独立转佃于他人，是“永佃”

与“一田两主”的根本区别⑤。田皮转佃向官府缴纳契税，获得官给赤印，明代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抱持认可态度。 

清代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康熙年间，官府基本延续明代“任依私契，官不为

理”的默认态度。《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黟县汪进元保产呈文》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： 

具告执照人汪进元，为恳恩赏照，预防后患事。身系细民，又无宗族，孤身单□。□养二子，长子趂口在外，次子愚顽不

谙。一生苦辛，创置基地、坟山、实租、典首，不无与强势之家毗连。奈身年老，风烛不常，细民乡懦，难免无侵占罩谋之端。

若不恳天预请执照，恐子落遭其中。为此□□宪天，赏准执照，世代衔接，百磕上告。 

县主正堂老爷施行 

计开（财产略） 

准照（黟县县印） 

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 具告执照人  汪进元⑥ 

民间为保护家庭产业不被他人盗卖或侵吞，向官府呈文，请求官府予以保护。官府对所呈产业调验审核后，在呈文尾部批

写数语，或省略批语直接加盖官印。汪进元年老多病，担心死后产业被强势之家侵占，遂将自家基地、坟山、实租、典首等产

业向官府呈文申领保产执照，以求得到公权力的保护。清嘉庆年间程联梯等控程嘉培案中记载：“黟邑置买地亩，向有买租、

买典二项。”⑦“租”，又称“实租”，即田骨;“典”，即典首，田皮之谓也。田骨、田皮是一个徽州家庭的重要产业。呈文

末尾加盖有黟县官印，意味着官府对田骨、田皮习惯持尊重、承认的态度。 

第二阶段，从雍正五年（1727）十二月始，清廷对田主和佃户关系进行了立法调整：“凡地方乡绅私置板、棍擅责佃户者，

照违制律议处。……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、欺慢田主者，杖八十，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。”⑧该款定例在法律上保护佃户人

身权利不受田主侵犯之外，严禁佃户拖欠租课、欺慢田主。受此影响，福建、江苏等地官府分别以省例、告示、禁碑等地方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4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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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，向民间社会传达国家对主佃关系及地权习惯的预期。福建省于雍正八年（1730）、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先后以“勒石”

和“刊刻告示”的形式永禁一田两主习惯。又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再次申明禁例：“凡属皮租，尽行革除，不许民间私相

买卖，一切讼事，告找告赎，概不准理。……只纳田主正租，不许另纳皮租，若有逋欠正租，听凭田主召佃。”⑨乾隆五十三年

（1788），江南布政司通过《江南征租原案》议定详细规条：“田面名目，概以一年额租为限。倘佃户逞刁抗欠，一年全不破

白者，许业户将田收回另佃。即照田面之价，抵偿所欠之租。其有实在收成微薄无力之佃，拖欠一半者，令其下年带完。如下

年不完，接算欠数，已及一年全租者，准收回田面抵偿欠租。”⑩2 

既有研究中，仁井田陞较早对上述省级官府的禁止性规范进行了探讨①，后续研究者多循此线索重复使用文献，甚少再见其

他区域新材料的发掘，尤其是基层州县对一田两主习惯的公文示令。徽州府、歙县、休宁县禁革一田两主的告示，为讨论徽州

各级官府对田皮习惯的禁革提供了新的视角，同时也为徽州与其他区域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性。 

（一）徽州府禁革小买“告示” 

清嘉道年间的一件黟县佃皮涉讼禀状中，附有一道嘉庆四年（1799）徽州府颁行的禁革小买告示残件。在徽州禀状中直接

援引禁革小买习惯的告示，实属首见。兹照录如下： 

嘉庆四年，徽州府太爷峻，为严禁小买名色，以清田业、以息讼端事。照得民间置买田业，佃户领种，一户一佃，遵例皆

然。惟徽郡恶俗，有等射利之徒，私放滚折，窥有租种田亩，辄令 4 田户立券抵质，按亩放银七八两不等，每两索取利谷二三

斗。更有一种佃户将些微酒食顶首，初放于甲，又放于乙，渐增渐多，往往过于契价。每年秋割，无论丰歉，将伊所放小买先

行收足，然后再交业主田租。及至交割正租，有等刁佃拖欠短少，或将干谷用水泡胀，搀和谷□，多般搪塞。设或田主理论，

起佃另召，辄敢勒揹，窃称小买名色，将田强霸耕种。以致卖田之家常输无租之赋，而小买之家反得无税之租。不特田主之受

累匪轻，而穹民亦遭盘剥，病民……（残缺）② 

一份完整的告示包括给示主体、禁革事由、规范内容以及结尾的惩戒性措施。上引告示内容已经残缺，但透露出的信息足

以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府对待小买习惯的态度。该告示颁行于嘉庆四年，相比其他省份的禁革时间稍晚。至于嘉庆之前徽州府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关于明清告示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史梳理，参见吴佩林、李升涛《近三十年来关于明清告示的整理与研究》，《西华师

范大学学报》2014 年第 3期。 

② 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：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•元•明编》卷 11，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5~100 页。

关于该鱼鱗册的具体考析，参见栾成显《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 年第 4期。 

③ 章有义:《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1988 年第 4期。 

④ 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：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•元•明编》卷 1，第 275 页。 

⑤ 梁治平：《清代习惯法:社会与国家》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89 页。 

⑥ 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：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•民国编》卷 1，第 92 页。引文中“□”表示无法识别的字，下文同。 

⑦ 《清嘉庆年间程联梯等控程嘉培案文书四》，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1辑第 2册，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
2005 年，第 32 页。 

⑧ 田涛、郑秦点校:《大清律例》卷 27《刑律•斗殴上》“威力制缚人”第三条例文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

454 页。 

⑨ 《福建省例•田宅例•禁革田皮田根不许私相买卖佃户若不欠租不许田主额外加增》，台北：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，1964

年，第 445~447 页。 

⑩ （清）李程儒辑:《江苏山阳收租全案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：《清史资料》第 2 辑，北京：

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3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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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颁行过类似告示，笔者尚未见到资料，难以索考。从告示题首禁革名头可知，“清田业”“息讼端”是徽州府试图严禁小买

名色的主要动因。在告示中，官府陈明利用小买之名行违法之事的三种弊端:一是高利贷主在放贷时让佃户立契抵押小买，索取

利谷;二是佃户将小买重复典当、抵押他人，一业多当或一业多抵，获利超过小买契价；三是佃户拖欠、短少正租或恶意交纳劣

质租谷，影响田赋征收，由此导致“卖田之家常输无租之赋，而小买之家反得无税之租”的困境。由于文献残缺，徽州府对小

买名色的具体禁革措施不得而知，从前文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测，徽州府倾向于限制小买习惯，尤其是利用小买名色延伸出来的

不合法行为，并将其视为“恶俗”。 

（二）歙县禁革小买“告示” 

如果说徽州府的具体禁革措施只能推测的话，下引咸丰八年（1858）四月十二日歙县县衙的禁革小买告示则可作为上引徽

州府告示的注脚。 

署江南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周，为议禁佃户私顶小买事。奉府宪札，奉京堂宪张批，据团董禀陈管见，请严禁

佃户霸种小买等情，奉批徽州府饬县体察情形，酌核办理等因，转行到县。奉此，经本县体察舆情，酌量议禁，并奉府宪察核

议转在案：“查小买名色，即俗称顶首。昔年有以在田青苗工本议价出顶者，后即有刁佃霸持田业，私议顶头，混称小买者，

致控告抗租霸种之案层见迭出，亟应整饬，以挽刁风。今议自咸丰八年为始，如有佃户拖欠租谷，即听业主起田另召，不准佃

户于退种时执小买之说向后佃索取。违即照盗卖他人田宅律治罪，与者同论。惟该 4 田先前顶种时，如有给过前佃顶价者，应

令业主于退田时查明执据，不问其数多寡，将该年额租让给一半，以资贴补。该佃即不得再向后佃索取顶价。如后佃滥给，将

来退田，不准取偿于业主。如敢借词揹租霸种，准业主禀县严究”等因。禀奉京堂宪批准照行在案。合行出示晓谕，为此示仰

合邑业主、佃户人等知悉，嗣后即遵议定章程办理。并于本年为始，以后不准再有小买名目。如该佃敢于抗违，许业主赴县具

禀，以凭严提究治，断不姑容。其各凛遵，毋违。特示。 

右仰知悉。 

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示③3 

从嘉庆四年（1799）徽州府的禁革小买告示算起，至咸丰八年（1858）已有 59 年之久。半个世纪之后复行禁止，意味着徽

州府的禁革小买措施未能奏效。上引歙县告示中，歙县官府认为小买习惯导致“抗租霸种之案层见迭出”，是一种“刁风”，

亟应整饬。在得到上级批准后，出示禁止小买。 

针对抗租霸种的具体情况，歙县官府的处理方案包括:第一，如佃户先前顶种时未给付业主顶首银，欠租即听业主起田另召，

禁止退佃时向后佃索取顶首银两。第二，如果先前给过前佃顶价银，业主于退田时将该年租额让给一半。歙县企图禁革小买名

目产生的源头，佃田时禁止给付顶价。已存在的小买名目，通过议让租额使其消失，借此力避小买引发的欠租纠纷。第三，赋

予田主“欠租撤佃”另召之权，严惩佃户在田主撤佃时向后佃索取顶首银，违者照“盗卖他人田宅律”治罪。按照《大清律例》

之规定，盗卖他人田宅者，田一亩，笞五十;每田五亩，加一等，罪止杖八十、徒一年④。歙县在禁革小买习惯上惩罚力度之大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［日］仁井田陞：《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》，刘俊文主编：《曰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 8 卷，

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 年。 

② 《清嘉道年间黟县孙正望等控汪甲以佃皮占田主正业》，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1辑第 2 册，第 227 页。 

③ 原件藏安徽省黄山市地税局中国徽州税文化博物馆，转引自吴秉坤《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田面赤契现象探析——兼与

黄宗智先生商榷》，《黄山学院学报》2009 年第 2期。按，标点和段落笔者稍有调整。 

④ 田涛、郑秦点校:《大清律例》卷 9《户律•田宅•盗卖田宅》，第 195～19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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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谓下足了决心。 

（三）休宁县禁革佃皮“告示” 

休宁县的告示发布于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通过卜月亮佃皮纠纷案的审理推动禁革田皮习俗： 

钦加五品衔特授休宁县正堂加五级又随带加二级纪录十次刘,为乞恩赏示杜弊事。据三十二三都等图贡生吴丰,生员汪洋、

吴文辅、汪铭常、李承恩、李珂、盛煌、方受主、黄庭、叶乃蕃、黄扉,监生李文嘉、汪隆熙、盛世熙、汪文照,职员汪怀珠、

叶硕蕃,乡宾吴谏卿、叶恒椿、吴耀宗、李祥明、汪启庄,报呈吴升禀称:缘休十室九商,田多发佃。惟一辈著名棍徒,任揽佃种,

无人发给,每觑各佃遇乏,饵财□顶,甚而设局诱赌,令堕术中,勒将青苗尽抵,巧捏田皮名色,居然私相买卖成契,浮填虚价。迨接

种后,每年租谷任意短交,倘田主家惟妇孺,尤敢稳吞,籽粒无偿。并或以原佃一坵分作两坵,三坵改为四坵,瞒没一坵,占作伊业。

田主起田另召,则以佃皮混缠,任鸣公正与理,难遂霸吞,点坵交还,大坵变小。欲与控诉,田主又多外贸,在家日少,恒恐失业废时,

恶胆愈张,刁霸成习,往往因循日久,遂成业失粮虚之弊。且现清厘,虽各田业册图鳞鳞,自被若辈移坵换段,范无头绪,亦多棘手。

其源则皆由于佃人私立佃皮,田不由东,阶之厉也。流及于今,佃胆益玩,致有串瞒短租掯业之卜月亮等,敢公然妄执佃皮弊契以为

据,反讼田主。奉批,生等查复沐讯,断令还田,取结完案。自是若辈知惩,陋习可除,不但职叶硕蕃感衔,生等通乡同沾宪德,为此

匍叩,恭谢鸿恩,仍乞赏示勒碑,以杜日久玩弊复萌。庶业不为佃霸,户无虚粮;坵不被私分,田无改亩,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赖焉。上

禀等情到县。据此查佃户承种田亩,私立买卖佃皮名色,并串瞒坵段,刁霸成习,此等恶习,万不可长。卜月亮一案,业经讯明,将弊

契涂销,从宽退佃,听凭另召佃种,完结在案,合行出示严禁。为此示仰该都图各承种田亩佃户人等知悉,尔等佃种田亩,务各照章,

租交田主,不得瞒坵分段,亦不准私立买卖佃皮名色,借图霸业。倘该佃户有隐瞒坵段,欠租不交,强以佃皮名色掯勒,业不由主等

弊,许该田主鸣同捕保,执田另召。设或不遵,许指名禀县,以凭提案讯明究办,决不宽贷。各宜凛遵,毋违。特示。 

右仰知悉。 

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示① 

通览全文可知，休宁县“十室九商，田多发佃”，卜月亮将承租田亩私立佃皮，瞒坻分段，短少租谷。田主欲起田另召，

卜月亮以拥有佃皮拒绝退佃，反讼田主。卜月亮在承租时本无给付押租银，佃皮名色系私设而来。县府在调查事实后，断令佃

户卜月亮退佃，田主起租另召，涂销佃皮卖契。案件结束后，地方士绅认识到私相转卖佃皮、拖欠租谷、瞒坻改段、占为私业

的根源在于佃皮习惯的存在，借此请求县府出具禁革佃皮告示。休宁县从具体个案出发，应士绅之请颁行告示，相比而言，禁

革内容带有就事论事的意味。4 

依据禁革目的之不同，徽州府、歙县和休宁县的告示可分为两种类型:一是严禁田皮习惯，如歙县;二是严禁借助田皮习惯

延伸出来的各种不合法行为，如徽州府、休宁县。徽州府和各县在对待田皮习惯上的态度并不一致。态度不一并非意味着各地

习惯不同，也并不意味着习惯在各地的流行程度不同。各地官府针对同一事项实施不同立法的原因在于:部分地方官员看到顺其

自然、相安无事给官府带来的便利而姑且承认现状，而有些地方官则因其导致的各种事端扰烦官司而感到深恶痛绝。地方政府

立法主要从有利于官府管理的角度出发，如果影响其管理的便利或与官员利益相抵触，即便是来自于民间、反映社会客观状况

的立法建议，也难得到官府认可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原件藏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，转自吴秉坤《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田面赤契现象探析——兼与黄宗智先生商榷》，

《黄山学院学报》2009 年第 2期。按，标点和段落笔者稍有调整。 

② 王志强：《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44～4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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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徽州官府禁革“一田两主”的原因 

徽州官府以“告示”这一地方性法令的形式介人地权秩序的调整。从程序上看，歙县和休宁县官府关于一田两主的立法主

要基于田主议请。随着清中期土地的增值，佃户在转佃中获取的利益远高于田主，引起田主不满。在上引三件告示中屡屡提到

“私顶田皮”，即“佃户将些微酒食顶首，初放于甲，又放于乙，渐增渐多，往往过于契价”；“佃户于退种时执小买之说向

后佃索取顶首”；“佃户巧捏田皮名色，居然私相顶卖成契”。佃户转让佃权称“顶”，即他人顶替自己耕种田皮之意。每“顶”

一次，佃价提高一次。据统计，歙县田皮价格在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远低于田价,至嘉庆元年（1796）与田价相当。在此 60 多

年间，田皮价格增值 10 倍，田价才涨了 1 倍。到道光八年（1828）,田皮每亩 40 元以上，是田价的两倍①。田主在土地经营中

利益受损，是议请官府禁革田皮习惯的主要动因。这些源自田主的立法建议，往往关涉地方官府的治理成本或官员的政绩利益，

经州县官度量审核后以官给告示的形式上升为地方性法规。相反，如果田主的议请增加了官府的治理成本或影响官员升迁考核

利益，很难使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。 

从实体上看，徽州府、歙县和休宁县对待田皮习惯的态度不尽相同，规范措施也有差异。但地方官员禁革一田两主的动因

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。如徽州府发布告示的事由在于“清田业”“息讼端”；歙县官府认为亟应整饬田皮习惯的原因在于佃户

“拖欠租谷”，“抗租霸种之案层见迭出”；休宁县则认为佃户借田皮名色“短交租谷”，“瞒½换段”，“私相买卖”，致使

“业为佃霸”，“户有虚粮”。细细梳理不难发现，徽州各级官府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主要基于两点考虑：一是“清理田业”

以保障田赋，二是“消弭纠纷”以杜绝讼源。 

其一，就田赋而言。明代一条鞭法后，政府的征税对象已开始由人户转向土地。雍正朝“摊丁人亩”后，土地成为国家征

税的主要对象。田主作为土地的拥有者，负担着各种赋役。正所谓“田主收租而纳粮者谓之田骨，田主外又有收租而无纳粮者

谓之田皮”。当田皮主“抗欠田主谷租”时，常致“田主历年租欠无着”，影响钱粮征收和官员“考成”②。徽州府及其他区域

屡屡禁革田皮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田皮习惯形成后，佃户从单纯的租佃变为享有佃权，法律关系也由合同性质的租佃关系演变

为物权性质的地权关系。田皮变成独立产权后，形成与田骨各自独立的市场。田皮在买卖、典当、抵押过程中渐渐不受田骨的

限制，即便佃户欠租田主也只能追租不能夺佃，田主对土地控制力减弱，以致出现“卖田之家常输无租之赋，而小买之家反得

无税之租”现象。税收是国家的大事，赋役定额化后，每个府、县交税多少有固定的额度。定额征收、上缴粮税，是地方官府

的主要行政职责。当田皮习惯无碍国家田赋征收时，地方官往往对其持放任态度。一旦涉及钱粮国课，影响到官员们的政绩考

评，任何有可能破坏钱粮征收的地权习惯在官府眼中都是“恶俗”，成为禁革或限制的对象。5 

其二，就讼端而言。田皮习惯形成之前，田主有权选择佃户，佃户在土地上的耕作年限有限制。佃户若要将佃权转让给其

他农户，必须征得田主的同意。佃户欠租时，田主有权另行召佃。此时，田皮尚未成为排他性的独立产权，权利的归属清晰明

确。一旦地权分化为一田两主，田皮就成为一种独立物权，佃户的身份也转化为“田皮主”，转让佃权无须经过田主同意。赵

冈认为，“这个同意权就是掌控田地使用权的最后一道关卡，地主放弃了同意权，田皮产权便完全独立了，脱离了田骨业主的

掌控”③。此时，田主对土地的实际控制程度减弱，佃户欠租只能通过诉讼追租，无撤佃之权。田骨主对土地的“收租管业”往

往失去保障，因欠租向官府提起诉讼的案件逐渐增加。《乾隆二十七年(1762)休宁县姜其怀立出佃田皮批》中显示，姜其怀为

田皮主，因拖欠江姓田主租谷，引发纠纷。最终在保长的调解下，姜其怀以佃价银十两八钱将田皮卖给江姓田主④。从歙县和休

宁县发布的告示可以看出，地方官府限制田皮的动因在于田皮主的私相转售和欠租行为，由此导致“抗租霸种之案层见迭出”。

徽州各级官府的做法，不是从习惯形成的内在机理探究纠纷解决之道，而是选择从减少诉讼的角度禁革一田两主习惯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赵冈：《永佃制下的田皮价格》，《中国农史》2005 年第 3期。 

② 《福建省例•田宅例•禁革田皮田根不许私相买卖佃户若不欠租不许田主额外加增》，第 445 页。 

③ 赵冈：《永佃制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农业出版社,2005 年，第 99～100 页。 

④ 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3辑第 6册，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15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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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此，与其说地方官府禁革一田两主，是出于奉行单一的地权归属政策的考量，毋宁说官府更看重钱粮征收和遏制纠纷，

此二者是衡量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标准。作为地方立法主体的官员，往往从减少政府治理地方成本的角度有限承认或禁革一田两

主习惯。 

三、徽州官府禁革“一田两主”的社会效果 

一田两主习惯是主佃双方在长期交往、冲突和博弈中，围绕土地经营、收益和权属达成的共识性规则。规则形成后便具有

稳固性和延续性，很难依仗个人或官府的意志而改变。官府禁革一田两主习惯的社会效果，很难从告示本身来揭示。清代地方

官府颁行的省例、禁碑、告示等地方性立法，反映出社会事实的一个侧面，有时很容易被民间乡例、契约文书及州县判词所推

翻。乡例、契约和判词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，它们呈现出习惯、规则在社会实践中真实的运作状怒。 

(一)乡例的认可 

习俗乡例是在区域人群反复实践中形成的，并得到当地人的普遍认可与遵循，成为适用于该区域的不成文规则。卞利从久

佃成业、开垦荒地、卖田留佃、价买田皮、交纳押租、佃户斗争六个方面，阐述了明中叶以来一田两主俗例的成因①。徽州各级

官府屡颁告示禁止或限制田皮习俗，但各县仍是“乡俗”林立。“祁俗，租佃有正租、小租之别。……小租一名田皮，有祖遗

者，有连同正租买受者，俗谓之‘己租己皮’，佃户应向业户照常交纳。又田皮亦有为佃户所有者，俗谓之‘粪草田皮’，以

无税粮故也。”“歙邑买卖田地之契约，有大买、小买之区别。大买有管业收租之权利，小买则仅有耕种权……小买田之转移，

大买主不得干涉。”绩溪也有类似的俗例:“绩溪田地向分三种名目：一曰起佃，此等田地系将大买、小买、草粪各种权利并合

为一，最为上格;次曰大买，此等田地只有所有权而无佃权;三曰小买，又名小顶，其权利以佃种为限，如或自己不种，转佃与

他人耕种，得与大买人分收谷租，并独收麦租。”②黟俗“田业有所谓典首者，不知始自何年，往往一业两主。正买契券则须收

割投印。典首契无收割投印，而价与正买不甚相远”③。从清初鱼鳞册来看，黟县田骨、田皮分离的土地约占 90%，佃农、田主、

商人、宗族、祀会都占有田皮④。6 

“俗”即习惯的别称，“一旦形成，便会被世代延续和继承下来，成为牢不可破的潜规则。这种规则即使和国家制定法相

矛盾甚至冲突，但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徽州山区乡村，也会被广大乡民们所遵守，成为理所当然的民间法”⑤。从上引徽州地方志

和民事习惯调查来看，田皮习惯未因官府的禁革或限制而消失，反而成为徽州社会约定俗成的俗例。习惯是人群经过长期试错

和调试，对处理某种事务达成的共识，很难凭借官府的一纸禁令而改变。官府插手习惯的社会效果往往是:禁革归禁革，习惯自

习惯。只要与习惯形成有关的制度因素或客观条件不消失，人们仍按习惯生活。 

（二）契约的确认 

“官有政法，民从私契”，契约是中国古代各种信用关系的主要凭证。徽州文书中，遗存有大量清代田骨田皮的买卖、典

当、抵押契约。既有研究显示，“田皮的反复转让，在清代嘉庆以后，几乎成为江西、福建甚至徽州地区的一种常态”⑥。即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卞利：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》，第 160~162 页。 

②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：《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》，胡旭晟等点校，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

439 页、188 页、190 页。 

③ 民国《黟县四志》卷 3《风俗志•黟俗小纪》。 

④ 汪庆元：《清初黟县鱼鳞册所见乡村社会的土地租佃关系》，《古今农业》2011 年第 4期。 

⑤ 卞利：《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07 年第 1 期。 

⑥ 卞利：《明清土地租佃关系与租佃契约研究》，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》2015 年第 4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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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未分割为田骨、田皮的完整土地，在交易时往往分别立卖田骨契和田皮契。刘伯山整理出版的《徽州文书》第一辑夥县文书

中，收录有大量此类契约。目前发现最早的为《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九月查高启立杜绝卖田赤契》和《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

九月查高启立典田契》①。该类土地买卖契约在道光以后更是普遍。土地契约是地权权属的凭证，也是记载区域地权习惯的重要

载体，各类田皮交易契约是徽州田皮习惯盛行的最好注脚。在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黟县孙灶兴控汪起全、汪大旺欠租案中，官

府依据主佃双方订立的契约，断令孙灶兴起佃另召耕种②。在业佃纠纷和诉讼中，徽州官府判别是非的依据主要是争议双方议定

的契约。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对契约的尊重就是对乡例的尊重，因为契约的议定往往以乡例为基础。各类田皮顶退、典当契约

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，反映了民间对习惯的认可与遵循。 

（三）审断中的参照 

清嘉道年间夥县孙正望等控汪甲以佃皮占田主正业，该案得到黟县官府的受理，从中可以窥见州县官在司法中对待一田两

主的态度。孙正望以汪甲在佃皮上厝棺占田，以无税佃皮强霸业主税粮之业为由控诉在案。该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，《徽

州文书》的编者刘伯山将其定位在清嘉道年间。厝棺是徽州的民间习俗，徽俗“迷信风水，往往惑于星家之言，将棺柩浮厝在

山，停滞不葬”③。为求得一块风水宝地，贫穷人家将亲人的灵柩停放在田地或山地上，等到将来买到坟地再下葬。因常年暴露

不葬，极易腐尸。为此，歙县县令曾颁行《劝谕埋棺札》：“查此等暴棺，或系无主，或缘赤贫，又有惑于风水，因而久停误

事者……如有主者，劝令该亲属急行安葬。若无主及子孙赤贫者，即就该图广行劝谕积善之家，代为掩埋。倘图内实无殷实之

户，而多暴露之棺，准即协同地保，验明棺数，开呈本县，自行捐廉，给付埋瘗。”④回到孙正望等控汪甲案，业主孙正望真正

担心的不是在佃皮上厝棺，而是忧虑将来汪甲在田皮内盗葬:“况甲厝棺占田，犹非霸种之比，将来盗葬竖造，俱可忧为。”孙

正望在诉讼策略中，直接将嘉庆四年（1799）徽州府颁行的禁革田皮告示抄粘在诉状中，“夫佃皮恶俗，嘉庆四年现奉府宪颁

示禁革，不容奸佃借此霸种”，认为佃人霸耕佃皮本身与官府的告示相违背。这是在徽州一田两主纠纷中，直接援引禁约告示

的案件。黟县官府斥责汪甲“以佃皮浮约占田主正业”，但未取消田皮令业主起佃另召，而是选择了就事论事的处理方式，将

厝棺“押令迁移”⑤。此外，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课题本中，收录因一田两主引发的命案共计 64 起。其中，官府依据

乡例和契约认可一田两主习惯的案件共 42 件，约占总数的 66%⑥。官府在司法裁决过程中，以田皮习惯做断案参照，更多考虑到

这样的判决更为合乎“情理”。“合乎‘情理’的解决只有在充分考虑和尊重惯例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。”⑦7 

概言之，清代徽州各级官府反复发布的禁革田皮告示，并没有成为界定地权的主要规则，支配地权的实效规则仍以田皮习

俗为基础。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:官府在拟定告示规范地权阶段省略了达成共识的过程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，地方官以田骨

主的利益请求为契机对田皮习俗的禁革，缺乏对地权习俗的充分调查和理性论证。自始至终，官给告示对地权的调整未能以社

会共识或主佃双方的利益平衡为基础。同时，由于俗例的强大力量和契约对田皮产权的确认，地权纠纷仍然适用具有实效性的

习俗规则。当纠纷发生时，依据习俗界定地权成为争议最小的解决方案。官府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，往往绕开已颁行的告示，

参照习俗和契约来处理田皮纠纷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1辑第 3册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331~332 页。 

② 《道光二十年黟县孙灶兴控汪起全、汪大旺欠租案》，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1辑第 2册，第 251~252 页。 

③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：《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》，胡旭晟等点校，第 187 页。 

④ 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 18《歙风俗礼教考》，李明回等点校，合肥:黄山书社，2001 年，第 610~611 页。 

⑤ 《清嘉道年间黟县孙正望等控汪甲以佃皮占田主正业》，刘伯山主编：《徽州文书》第 1辑第 2 册，第 227 页。 

⑥ 陈云朝：《清代“一田两主”的纠纷类型与裁判规则——以乾隆朝刑科题本为中心》，待刊稿。 

⑦ 梁治平：《清代习惯法:社会与国家》，第 19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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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语 

习惯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最佳媒介。清代国家律例体系对地权的调整，仅限于“欺隐田粮”“检踏灾伤田粮”“盗耕

种官民田”“荒芜田地”①等涉及国家赋税的事项，为官府和民间社会建构地权秩序留有一定空间。官府、田骨主、田皮主为实

现自身利益，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。田骨主为防止欠租、实现其完整土地所有权，试图借助官给告示将“双重”地权调整为

“单一”地权；田皮主则以长期占有耕种土地的既成事实为基础，以契约的约束力和习俗的强大力量为保障，不断尝试由最初

的长期租佃者变为田皮业权的拥有者;官府为消解不断发生的业佃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赋税危机，以田骨主的呈请为契机，

反复发布告示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，明确单一化的土地产权。官府对田皮习惯的介人，出发点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其行政职责的

完成或升迁考核，习惯的客观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不在其关注范围内。清代徽州官府针对一田两主的地方性立法，忽略了习

惯形成过程中民众达成的共识性规则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 

对徽州官府禁革一田两主习惯的讨论，将为探讨公权力与习惯之间的关系带来进一步的思考。习惯不像法律那样以成文的、

主观的方式制定出来，而是生活在区域中的人们经由反复实践演化而来，具有不随公权力意志而改变的特征。习惯是世世代代

经验的产物，经验本身并无“良善”“刁恶”之别。掌握话语权的地方官府将田皮视为“刁风”“恶俗”，只是基于自身利益

考量的主观意志评判。主观评判本身并不能替代或取缔附着在习惯上的客观性规则。习惯的客观实在性存在于整体中，其产生

往往与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制度背景紧密相关。如徽州“一田两主”，是在明清赋役制度变革、人地关系紧张、佃仆身份

松弛等大制度背景下，在田主和佃户两个层面通过投献、诡寄、卖田留佃、改良荒地、押租、力坌等多重方式形成的习惯。只

要一田两主形成的制度因素或客观条件不消失，便无法从源头上消除习惯，更不会因为公权力取缔或限制它而消失，最后让步

的往往是公权力支配下的禁革告示。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田涛、郑秦点校:《大清律例》卷 9《户律•田宅》，第 190~201 页。 

 


